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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學和法律的更多對話 

──評介《包公故事：一個考察中國法律文化的視角》 

徐忠明，《包公故事：一個考察中國法律文化的視角》，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年。603 頁。  

 

簡齊儒 ∗ 

 

本書「包公故事」法律文化的探索，正是作者承繼了《法學與

文學之間》 1、《思考與批評：解讀中國法律文化》 2等書以來，

持續關懷「法律與文學」課題研討的近年力作。作者承繼以往鉅細

靡遺的書寫特色，舉列豐厚的註腳解釋，足見作者博學多識的學

養。此書非常適合初學者閱覽，同樣可給予法學與文學之研究者開

展各項議題的諸多啟發，提供了學界進一步的研究契機與參考資料

舉隅。作者參酌了漢學界最新研究資料，橫跨諸多人文學科領域，

試圖為包公案故事闡釋，提供了多元的進路與啟發。職此，徐氏力

圖結合了文學、史學、法學三個區塊，尤其以法律為主線，來索析

公案小說當中與實際律條文書之間交疊互涉的區塊，嘗試解讀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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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法律文化思維。作者試圖以包公故事做為管窺的起點，整合文

史法學不同學術範疇的視角與觀察，往往能提出本質性的反思與檢

討；同時作者也涉足廣大的材料，予以清晰的爬梳及歸納，將通俗

文學的文本，納入了法律社會文化學的對話場域當中來研討，達到

跨學科研究的成效。  

本書分為三大章，首先，作者描繪了中國法律範式的敘事方

式，並且針對學術史與方法論提出法制史研究動向的轉變，以及歷

史、檔案及文學三者之間，各自的本質以及辯證的關連。其次，本

書探詢了歷史上真實的包公，從其政治環境、歷史紀錄、包拯著作

方面，找尋包公實際的吏治法律觀念與時代氛圍，指出歷史情境的

包公形象。而文學敘事的包公，則從宋代而至清代的公案文學，不

斷地被展演與閱聽，在本書內，也被匯成一條文學史式的列舉長

流，渠道分明。再次，本書的敘事重心則轉移到包公故事的法律閱

讀，作者發現，包公故事充滿了中國法律獨特的「刑志」特質，而

且裡頭罪與罰的審決裁判，與當朝實際的律法大致相互吻合。進

此，本書解讀了包公故事背後，所透露的法律深層含意，包括司法

儀式的意義，指出其法庭空間的權力配置，與包公以威刑訊的理

由，考究了包公故事反映法律制度的現實之處，也檢視了包公故事

透露民間法律認知的文化底蘊。  

第一章作者說明了國家法成為以官方為主的歷史撰述重心，並

且以唐代杜祐的《通典》為例，來描述官僚士人對於法律及典章制

度的詮解與認知，亦即「食貨、選舉、直官、禮樂、刑法等」以及

「先禮後刑」的概念，影響了後代中國法律制度的歷史敘事範式。

這項不同於西方的法律敘事傳統，如果以近二十年來研究成果所闡

釋之現代術語來說明的話，亦即「類型建構（求異）」與「功能分

析（求同）」。這兩種中國法律認知的敘事範式，正是中西法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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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類型差異之所在，因而中國古代法律有其文化解釋情境的脈絡，

而且不能一昧套用西方法學術語體系。作者檢視過去法律研究成

果，指出法律研究範式發生轉變之趨勢，這股潮流也就是二十年來

中國法史學的兩個學術動向——類型研究與功能研究。面對未來的

學術疆域，作者認為有三個應開展的向度：民間法研究、區域法研

究、百姓法律心態的研究，而本書欲要進行的便是後者，亦即運用

司法檔案、方志、公案故事、野史筆記等材料，來檢視民間法律文

化。  

作者也通過「檔案、正史、文學」之間的本質性討論與相互的

內在聯繫，來說明文學故事之歷史研究、文化研究的價值，標舉出

文學故事折射民間法律生活與意識的可能。作者認為公案文學與中

國古代判牘的關連密切，甚至司法檔案文書本身就是故事的來源，

以法律與文學的交涉來探究公案故事，直可挖掘其背後所透露的時

代法律文化意義結構。  

根據第二章的研究，作者對於包公所處時代的歷史政治語境、

包公形象的歷史敘事（包公的一般形象、司法故事、政治活動）、

包公的自我表達（吏治、法律思想）、包公形象的民間敘事（公案

文學的變遷、包公文學之考述），作了詳盡的考察。作者所歸結之

包公形象基調是「剛直不阿、鐵面無私、清正廉潔、忠於君主和體

恤民情」，這是史籍的記載，也是民間的渲染。從這個比對與查

照，包公故事歷史敘事、自我表達、文學序三者之間的一致性與背

離性，即可清楚被檢視出來。  

基本上，文學敘事裡頭的概括性描述，與歷史記載中的包公形

象基本一致，而具有「孝親忠君、憂國憂民、剛正不阿、清廉無

私」的特質（頁 240），乃是小民百姓愛戴的清官形貌。實際上真

實的包公自身對於政治的觀念，是希望重建官僚的忠君思維與愛民



330 《法制史研究》第五期 

 

的道德理想，這是包拯對於官吏自身的行政期許。同時在實際制度

面，他希望能夠建立完善的官僚選拔及考核制度，以確保官吏品質

的提升，加強地方管轄的有效性。關於包拯的法律思想方面，作者

則是從本質面的來談論包公對律法的期許，他主張刑法應符合中

道，並且認為法律應當維護秩序與皇權，臻至「天道、民意與法

律」三者調和的極致理想。最後作者針對包公文學敘事，從歷時性

方式（公案文學的三期：元代戲曲、明代小說、清代俠義公案）來

說明包公故事所囊括的文類（戲曲、話本、小說），徐氏借重過去

成果，將公案小說的意義及興起原因（與文化權力的下移有關）、

故事來源本事的線索，作了清晰而篤實的舉列與探究。  

包公故事所呈現來的法律閱讀，到底成何樣態？作者在第三部

份，使用最多篇幅來說明。一方面，作者以實證統計方式來歸納與

解析包公故事，另一方面，運用法學、史學的考訂與舉列，進行三

個領域互相對話，下文將以較多的幅度來摘要徐氏的論述。  

公案文學是法律故事的敘事方式，作者認為「刑治」是中國古

代的法律文化特色，並從國家形成和權力結構來尋求法律制度的成

因，早期氏族社會的宗法家族關係構成中國古代國家組織的原型，

而且家國同構的組織導致了中國古代倫理道德化，也形成中央集權

與專制政治之傳統（頁 253）。國家誕生前的酋邦戰爭、國家政治

結構和宗法倫理政治，對於中國政治運作機制有深遠影響，其「暴

力、權力」的歷史記憶，同樣也潛入中國「法律」的質性裡，形成

了以刑法形式為表現的公法體系。  

作者以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述的中國法典編撰方法，正

顯示了國家權力結構之配置，體現了法律是實現帝國管理和懲罰的

思想特點，也反映了皇權、禮教的治理模式——運用「罪與罰」來

管束人民。作者針對包公斷獄故事列了十二頁的表，剔除重複者作


